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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在先秦诸子百家酝酿、

辩论之后，通过汉代文学实践及思想探索，总结形成

的宝贵成果。“敦朴”和“巨丽”即是这一时期文艺思

想的鲜明标志，二者在当时的文学文本书写中，既有

较为充分的体现，也有较为清晰的演变转折轨迹。

“敦朴”在汉文帝时的文学中有较充分的体现，“巨

丽”则在汉武帝时达到极致。本文即聚焦这一时期

文艺思想中“敦朴”与“巨丽”的确立及其转型过程，

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对其进行考察，探讨

其外部动力与内在理路，揭示这一转变进程的必然。

一、“敦朴”与“巨丽”的审美理念与思想转型

“敦朴”和“巨丽”是汉代前期文艺思想的基本特

征。自其形成之后，这两个审美范畴就代表了两汉

文艺思想的突出成就。汉代文人由此创造出魅力永

存的文艺作品，开拓出两种不同的文艺境界。

汉代文艺思想中的“敦朴”，有其丰富的思想内

涵与渊源。这一理念以敦厚朴素为基本内涵，以质

朴为美，崇尚自然天成，是古代尚质艺术的结晶。这

一理念植根于黄老道家的思想土壤之中。老子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老子崇尚自

然，将事物天然、原生的状态视为最佳、最理想的状

态，反对人力对外界事物的干预乃至破坏。同时，

老子主张“见素抱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

子今注今译》，第 147、349页)。在老子的理论中，

“素朴”是由“自然”衍生的理论范畴。“自然”是对所

有事物本来样态的概括，“素朴”是对事物本色、本

性的描述。他将本色丝织品的“素”与未经斧凿雕

琢的木材的“朴”，引申为对事物本色、本性的肯

定。《庄子》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②，马王堆

帛书《黄帝书》云“素则精，精则神”③，都阐述了尚质

重朴的思想。

汉代前期文艺思想的“敦朴”理念正是从黄老道

家这些重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敦朴”

主张主体在恬淡寡欲、清静无为的思想基础上，自觉

地淡化、减损物欲追求。在主体同外界的关系方面，

尊重事物自身的客观规律，自处于清静无为的立场，

抑制并减少对自然规律的干扰，采取宽松的、包容的

态度，实现外界事物的发展。

“敦朴”的审美取向在汉初多见于人物形象、生

活态度、艺术理念等方面的审美评价中。例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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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少文”④是刘邦对周勃的评价，“木强敦厚”⑤则是司

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中记述的人们印象中的周

勃。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发现“敦朴”理念的端倪。

在文帝时，与“敦朴”意义相近的话语频繁出现在对

人和事的叙述中。例如，贾谊上书希望制定礼乐以

实现“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⑥的社会效

果。又如《汉书》之《酷吏传》称赞文帝时的世风说

“是时民朴”⑦，《卜式传》说卜式为人“朴忠”⑧，《韦贤

传》说韦贤“为人质朴少欲”⑨，《夏侯胜传》说夏侯胜

“为人质朴守正”⑩。汉代举荐贤良方正，实际上以敦

朴的人品为主。《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第十九章

《西颢》云“易乱除邪，革正异俗，兆民反本，抱素怀

朴”􀃊􀁉􀁓，也鲜明地体现出对前代朴素的品行操守与人

格风范的怀念。

“敦朴”的理念及其文艺特征，在汉文帝刘恒《遗

诏》中有深入实践与鲜明表现。文帝在《遗诏》中超

然、淡定地向臣民谈论死亡及对自己后事的安排。

他将死亡看作“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即人生的必然

规律。面对死亡，文帝与那些“嘉生而恶死”的人不

同，而是恬淡自然。他告诉臣民，自己在位二十多

年，死后“得复供养于高庙”，已是很荣幸的事。他反

对“厚葬”“重服”的传统和习俗，认为自己死后如果

让百姓长时间吊唁，“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

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反而

加重自己的“不德”􀃊􀁉􀁔。班固在《文帝纪》的赞中言文

帝死后的陪葬物“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陵

墓“因其山，不起坟”􀃊􀁉􀁕，避免耗费人力物力。文帝的

《遗诏》语言质朴简洁，语气谦恭诚恳，表现出博大的

襟怀，是他敦厚质朴审美理念的艺术结晶。

文帝的《遗诏》是诏令体散文。除了这类文体，

汉初的赋、奏议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大多表现出

“敦朴”之美。如贾谊的作品即体现出“敦朴”的艺术

理想，他的《鵩鸟赋》盛赞达人、至人、真人“独与道

俱”“独与道息”的精神境界，而对“殉财”“殉名”“死

权”“每(贪)生”等世俗形象表现出不屑􀃊􀁉􀁖。其他如贾

山的《至言》、晁错的《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言守边

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等作品，文风朴素质

实，也都体现出尚敦朴的文艺特色，呈现出与汉文帝

《遗诏》大致相同的文艺特征，成为汉代前期文艺思

想的基本特征之一。

汉代前期文艺思想史上另一个重要的理念，或

者说被汉代前期文艺作品重点实践的一种文艺思

想，就是在文学史上被反复提及的“巨丽”。它植根

于古代“尚文”的文化土壤之中。“苞括宇宙”与“子万

国”的思想境界、恢宏凌厉的思想气概、昂扬的时代

精神，共同构成了这一文艺理念的时代内核。同时，

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中，汉代前期文艺创作逐渐出现

了从“敦朴”向“巨丽”的思想转型。在某种程度上，

这或许也体现了在汉代经济与政治条件发生变化之

后，文艺思想内涵的必然转换。自此以后，汉代文艺

思想呈现出与文帝时截然不同的风格，并成为两汉

文艺思想的主流。

“巨丽”这个概念，也有其历史发展的思想渊

源。它在先秦儒家“尚文”思想的基础上，吸纳战国

诸子雄辩文风中的某些元素，同时借鉴了秦代雄壮

崇高的“天下一统”观念以及杂家博通万物的审美精

神，甚至黄老的想象思维，而形成并发展成为汉代盛

世的文艺理想。汉代文人以纵览天地、苞括宇宙、崇

高壮丽的文艺想象与文学意象，昭示着汉家盛世的

声威，并用恣意铺张的话语书写着汉代文人的旷世

情怀。强大的汉家王朝和盛世伟业，与汉代文人的

文学激情及其文学作品中昂扬充溢的思想境界相得

益彰，共同构成了汉代文艺“巨丽”思想的基本内

涵。司马相如、司马迁、严助等人，凌厉千古，融宇宙

于翰墨，驱万物于笔端，以非常之人的情怀，谱写非

常之华章，成为汉代文艺“巨丽”思想的实践者。例

如，“巨丽”的理念经司马相如明确提出之后，即在他

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

闻天子之上林乎?”􀃊􀁉􀁗这是作家对盛世审美理想的宣

示。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宏大繁盛的上林，充溢着昂

扬的气势，浓墨重彩的狩猎，繁复炫目的意象，令诵

读其赋者目不暇接，想象无穷。可以说，司马相如将

“尚文”的文艺理想发挥到了极致，创造出了“巨丽”

之美的文学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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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审美理念的“巨丽”，不单单

指作品规模的宏大和描写上的铺张渲染、宏辞丽

藻。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是赋体文学的代表，刘勰

将赋的特点归纳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扬雄也

曾将赋体文学的特征概括为“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

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铺张是赋这一

文体的基本特点，但赋与“巨丽”的审美理念之间未

必存在必然联系。例如，张衡的《二京赋》号称京都

赋之极轨，其篇幅超过司马相如《上林赋》，但它更多

地体现为对各方面事物的详尽铺写，才导致了篇幅

的扩大。其实，文艺思想上的“巨丽”，首先要有昂扬

的精神、丰富的内涵和极度的夸饰渲染。这是《二京

赋》所无法比拟的。

从对汉代前期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的考察中可

以看出，“巨丽”是超越文体的艺术追求，不仅仅是赋

体文学，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的武帝时期很多作家的

其他体裁的作品，都具有这样的艺术追求。如在《难

蜀父老》一文中，司马相如满怀信心地宣称：“盖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

非常之功。”􀃊􀁉􀁚他夸赞汉王朝的声势与恩泽：“六合之

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

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

阙遗矣。”􀃊􀁉􀁛其中所表现出的恢弘气度和昂扬精神，与

《上林赋》一脉相承。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闽
越侵犯东瓯，东瓯向汉朝廷求助。刚刚即位不久的

武帝就此事询问太尉田蚡，田蚡不愿救助，认为

“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

也，自秦时弃不属”，因此不建议兴兵前去救援。

针对田蚡此言，严助责问田蚡：“特患力不能救，德

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

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

又何以子万国乎?”武帝听闻后感叹道：“太尉不足

与计。”􀃊􀁊􀁒严助以“子万国”的盛世情怀看待此事，在

简短的应对中表现出了包容四海的胸襟和恢宏凌厉

的气魄，为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巨丽”之美注入了主

体性内涵。

“巨丽”之美在武帝时代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

中达到了极致。无论是赋体文学，还是散文创作，即

使是篇幅短小的作品，如严助、吾丘寿王、终军、主父

偃等人的论对散文，也都表现出类似的“巨丽”审美

特征。这是汉代前期文艺思想的典型风格，在此不

再一一举例赘述。

综上所述，汉代前期的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出

“敦朴”和“巨丽”两种风格。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中，

汉代文艺思想又呈现出由“敦朴”到“巨丽”的转型。

这种转型，既有文艺思想的内在需要，也有经济、政

治的外在动因，值得进一步讨论。

二、汉代前期文艺思想转型的外在动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

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敦朴”与“巨丽”不仅是汉代

文艺思想领域两个内涵不同的范畴，也是汉代文艺

思想发展中特色分明的两个阶段。从“敦朴”到“巨

丽”，汉代审美思想的转换有着特殊的动因与机理。

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考察这两个审美范畴

的形成与转换，就会发现其中有多种物质的、精神的

要素在发挥作用。从物质基础到主流文化，从作家

到受众，构成了四个相互关联的外在动力链，即：物

质基础的原动力，主流文化的制约力，作者个性与感

受的主动力，受众审美的驱动力。

首先，物质基础的原动力。汉代前期文艺思想

转型的第一层次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的物质基础。物

质世界的发展是文艺思想转型得以实现的原动力，

是潜在的深层次的动力，也是带有根本性的动力。

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不论是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还是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它们的发展既有自身的路

径、规律，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更深层的力量的

影响，这就是来自物质基础的作用。司马相如在《上

林赋》中说：“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

乎?”艺术家因“睹”和“闻”而有所感，产生艺术冲动，

进入创作实践之中。艺术家所“睹”所“闻”的客体是

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的客观存在，它从更深的层面

影响作家感受的同时，也影响人们的审美取向。马

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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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

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

的意识。”􀃊􀁊􀁔在唯物史观看来，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由物

质生活决定的，因此，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

济基础是文艺思想发展的根本动因。

汉代前期的经济基础与物质生活是当时文化、

思想和艺术发展的原动力。《汉书·食货志》记述汉代

前期的经济状况云：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

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

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

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卷二四上《食货

志上》，第4册，第1127页)
汉初经济匮乏、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迫使上层

统治者采纳黄老道家思想，轻徭薄赋，安定民生，发

展农业，无为而治，“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

姓”􀃊􀁊􀁕。在人民生计艰难之时，务实尚质成为社会主

流文化，既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趋势。如曹参任相

国时，“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

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为

生存、为衣食而挣扎的经济基础呼唤质朴的文学艺

术，因此对华彩绚丽的艺术，甚至对适度修饰的文章

都缺乏兴趣。这也是汉代前期“敦朴”文艺思想形成

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

至武帝时，汉王朝经过近七十年的经济复苏

和政权建设，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汉

书·食货志》对汉代盛世富庶的经济生活有生动的

描绘：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

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

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

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

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汉书》卷二四上《食

货志上》，第4册，第1135页)
仓廪丰盈，良马成群，货币充实，这些现象显示

出武帝时期经济的繁荣。于是，人们对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都产生了更高的需求。贵族阶层“室庐车

服僭上亡限”􀃊􀁊􀁗，而皇室在宫廷的建设方面更代表了

当时社会奢华风尚的极致。据《三辅黄图》载，武帝

修建了未央宫、建章宫、甘泉宫等宫殿，并大力扩建

上林苑，开辟山林达数百里，长安八水流经其间，宫

观台阁熠熠生辉，名花异卉数千种，珍禽怪兽不可计

数。虽然其描述不无夸张的成分，但作为皇家苑囿

的上林苑成为当时壮丽与奢华的标志，则没有什么

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汉朝国力的强盛，富庶的物

质生活条件和竞相奢侈的社会现实在对人们生活态

度、文化需求、审美取向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同

时，也对文学艺术反映时代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于

是文学艺术有了“润色鸿业”的时代任务。在这种情

况下，文学艺术与时代脉搏相呼应，体现“巨丽”之美

的文学应运而生。这是汉代前期文艺思想实现转型

的经济基础。

其次，主流文化的制约力。汉代前期文艺思想

转型的第二层次的动力来自时代的主流思想文化。

《文心雕龙》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所

谓世情、时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的变迁

和时代主流思想文化的更迭。一个时代的主流思

想文化，几乎是该时代任何文学艺术、文艺思想得

以产生、发展的文化土壤和大环境，不论具体的文

学艺术、文学思想是遵从还是反对主流思想文化，

都无法脱离主流思想文化的影响。并且，就行为主

体而言，无论是作家还是受众，都身处在时代的文

化氛围中，因此其审美取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

主流思想文化的浸染与影响。因此，主流思想文化

对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制约力，而汉代

前期主流思想的演变也同样为文艺思想转型提供

了制约力。

汉王朝建立之初，经济凋敝，政治、文化无序乃

至混乱，曹参以相国之尊奉行黄老道家学说，并将之

确立为主流思想。文帝清心寡欲，“好道家之学”􀃊􀁊􀁙，

实行宽缓的政治策略，《汉书·刑法志》说他“躬修玄

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

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贾山《至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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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即位后“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

清心寡欲的人生理念，崇尚“敦朴”的审美取向，都植

根于以黄老为主流的文化土壤中。

武帝时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儒家学说逐

渐成为主流思想，“敦朴”理念及其理论渊薮黄老道

家思想逐步淡出主流话语体系。《汉书·武帝纪》赞

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

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

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

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

代之风。”􀃊􀁋􀁒武帝时大力加强文化与制度建设，其中

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制礼作乐，也包括宫阙殿宇、舆

服仪仗等方面的排场，也就是所谓的“汉家气象”，

即要以宏伟壮丽的宫阙建筑和奢华的礼乐舆服来

彰显皇权的崇高，所谓“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

以重威”􀃊􀁋􀁓。

儒家学说的核心在于崇礼尚文，其重要作用之

一就是区分尊卑贵贱的等级，维持等级差别，以达到

社会秩序的稳定。《礼记·坊记》云：“夫礼者，所以

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

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左传》记载北宫文

子的话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

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

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

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

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儒家经典的这些论述

为汉王朝统治者追求壮丽、奢华、重威的审美理念

提供了理论支撑。此时的文化规约了受众与作家

的审美取向，为“巨丽”之美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

作提供了充足的文化依据。武帝朝聚集了众多人

才，“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司马迁、司马相如、李

延年等献纳诗、文、歌、赋，上有倡导，下则踊跃效

力，将“尚文”的艺术理想推进到极致，创造了此时独

特的“巨丽”之美。

此一时期，儒家学说作为主流文化，不仅影响着

时代的审美取向，还成为文学评价的重要依据。东

方朔谈论问题“不根持论”􀃊􀁋􀁗，上书陈述农战强国之

计，“专用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

数万言，终不见用”􀃊􀁋􀁘。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向朝

廷汇报。武帝令其上疏，并且要求“具以《春秋》对，

毋以苏秦从横”􀃊􀁋􀁙。可见，儒家文化成为了衡量文学

是否入流的基本标准，而缺乏儒家思想内涵的作品

也就不会为时代审美所认同。

再次，作者个性与审美感受的主动力。汉代前

期文艺思想转型的第三层次的动力来自艺术创作的

主体，来自艺术家的审美感受与个性情怀。在文学

创作中是追求“敦朴”之美，还是以“巨丽”之美为艺

术理想，直接与作者的性格、学识、艺术修养以及主

体情怀有关。

中国古代哲人对作家个性与创作冲动的产生之

间的关系有很精辟的论述。《礼记·乐记》云“人生而

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后好恶形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

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乐记》

论述了创作主体对外界事物的感知，以及哀乐喜怒

等情感的产生与人固有性情之间的关系。对外界

事物的直接观感，是作家心理最活跃、最表层的反

应。在这种表层的反应之下，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基

础，即他们的学识、修养乃至整个人的性格，这是他

们应对事物的主动力。不同的作家面对同一事物

可能会产生各不相同的感受，其间因素很多，但性

格的差异则是形成作家情感特质比较直接的因素，

因此也会影响到他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审美

判断。

在汉代前期文艺思想的转型过程中，汉文帝刘

恒与司马相如是两个差异很大的主体。他们之间既

有帝王与士人身份等级的差异，又有因具体生存环

境、身份地位而形成的性格、文化修养、审美感受等

方面个性特征的不同。

文帝刘恒在汉代天子中是很独特的，据《史记》

之《外戚世家》和《吕太后本纪》记载，刘恒的母亲薄

夫人很少得到刘邦的宠爱，即便刘恒被封为代王，也

是处于偏远之地。在刘邦死后，他们母子便在吕后

疯狂迫害刘氏宗亲的淫威下苟活。吕后去世，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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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太尉周勃等人把持大权，决定天子的废立承

继。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刘恒形成了谦恭隐

忍的性格，即便在即帝位后，他也保持着俭朴的生

活，在衣食用度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敦朴”的审美

取向。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文帝生活中的“敦

朴”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宫室殿堂无所

增益，即便想建露台，但将其费用与百姓中等之家的

生产、生活相比较后，也就作罢了；其二，在舆服方

面，他不仅自己的衣着俭朴，所宠爱的嫔妃的服装、

宫廷的帏帐等也都体现出质朴的特点；其三，他修建

霸陵“不治坟”，务求俭省，陪葬冥器都用瓦器，不用

金银等贵金属为饰。

与汉文帝不同，司马相如是个才华横溢又不循

常礼的文人。他轻仕宦而重文学，辞去朝廷之职，赴

梁园为宾客；他不愿为临邛宴饮鼓琴，但看到卓文

君貌美便以琴音传情，携其私奔；他贫困至于家徒

四壁，又羞于开口求助，便在岳父家门口开店，让卓

文君当垆卖酒，以此羞辱岳父。这样的性格在从事

文学创作时也会以非常之人的个性驰骋想象，纵情

挥洒。

主体情怀不同，则审美和价值取向往往有别。

文帝信奉黄老，以敦朴节俭为美，因此当有人献上千

里马时，他断然拒绝，并发布《却献千里马诏》说：“鸾

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

千里之马，独先安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

献。”􀃊􀁋􀁛其实，千里马不过是奢华的符号，它的价值在

于突显拥有者的权势、尊贵与奢华，而不在于拥有者

真的骑着它日行千里。对鸾旗车马的态度，表现出

文帝的节俭以及对百姓生计的关怀，同时也表现出

他对自然之美的认同以及尚“敦朴”的审美价值取

向。同样是面对名马，从小在尊贵奢华的环境中成

长起来的武帝则与文帝截然不同，当武帝听张骞提

及大宛国有汗血马时，遂“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

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

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

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

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春，贰师将军广利斩

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可见，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不尽相同。

作家个性的差异会导致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感受

和艺术冲动。这是审美取向及艺术理念存在差异的

主体性原因。

最后，受众审美的驱动力。汉代前期文艺思

想转型的第四层次的动力来自受众，受众的审美

取向和艺术鉴赏对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的形成与

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为文学创作主体，刘恒和

司马相如等人的创作不能脱离受众而孤芳自赏，

他们的审美取向与文学受众的审美需求具有一定

的相通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受众的审美需求所

驱动。

宋玉《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

《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

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

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

寡。”􀃊􀁌􀁔这里所说的“属而和”是指雅乐、俗乐在受众

中产生的不同反响，同时也揭示出受众的审美取向

对作品接受的影响。受众对不同作品的接受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作家的文学创作。《文心雕

龙·知音》在论及读者对作品的评价时说“书亦国

华，玩泽方美”，“良书盈箧，妙鉴乃订”􀃊􀁌􀁕，这一论断

同样涉及受众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接受。文学作

品只有被受众阅读、鉴赏、消费，才能真正实现其

价值和意义，而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被广为接受，则

在很大程度上对作者创作的审美取向产生影响和

制约。

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刘恒与司马相如等人的

创作都不能脱离受众的审美取向，不能脱离时代话

语而恣意言说。

《史记》记载了大臣张释之对文帝的两次谏言。

第一次谏言是在上林苑，文帝查询禽兽账簿，上林尉

不能详尽回答，虎圈啬夫却回答得很详细，文帝非常

满意，想提拔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以绛侯周勃和

东阳侯张相如两个忠厚长者为榜样，批评啬夫巧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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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簧，进而说：“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

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亡其实。”􀃊􀁌􀁖张释之另一次谏

言发生在霸陵。文帝发现这里石质坚硬，于是说：

“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
张释之却说：“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

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张释之第二

次谏言被文帝采纳，从文帝的《遗诏》中可以看出其

影响。

由此可见，汉初有关人和事物的审美批评体现

出当时对“敦朴”之美的普遍诉求。文帝的《遗诏》可

以说是当时审美取向的艺术典范，是当时普遍追求

“敦朴”之美的艺术结晶。张释之是文帝身边的大

臣，也是“敦朴”审美取向的提倡者与受众，他和他所

代表的汉初士人的审美取向对文帝产生了影响，催

生了《遗诏》这篇艺术杰作。

同样，司马相如的艺术理想和文学创作也不是

脱离受众的孤立的艺术现象，受众对他的文学创作、

文学生涯的影响和制约更为明显。汉景帝不喜好文

学，而梁孝王热爱文学，厚待文士，品评文艺，因此文

学之士多投奔在梁孝王门下，枚乘、邹阳、公孙诡等

杰出作家都聚集在梁园。司马相如也放弃武骑常侍

之职，入梁园为宾客，从而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

武帝少年时便热衷于文学，喜读枚乘的作品。

即位后，用安车蒲轮征召枚乘入京。遗憾的是，枚

乘年迈，死于途中。武帝偶读《子虚赋》，非常欣赏，

听说作者是司马相如，便立即召见。司马相如创作

《上林赋》并奏进，赢得了武帝的激赏。梁孝王、武

帝是当时文学受众的代表，他们奖掖文学，形成前

后两个文学中心。他们的阅读和审美评价对当时

作家的创作和文学艺术的走向都产生了巨大而深

远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云：“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

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

雄之徒，文章冠天下。”􀃊􀁌􀁘乡党也是司马相如文学的受

众，代表了当时社会更为广泛的艺术审美情趣。天

子倡导于上，乡党慕循于下，在使文学艺术得到广泛

传播的同时，也引导着文学新人的涌现，并促成了汉

大赋的兴盛，使之成为了汉代文学成就的象征。由

此可见，受众的审美品鉴对文学作品体裁、题材、风

格的选择，对文艺思想的确立与转变，都具有重要的

影响和制约作用。

从文艺思想转型的本质来看，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会为文艺思想的转型提供

最直接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文艺思想的转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

果。但是，文艺思想一旦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做好

了转型的思想准备，下一步必然从文艺思想的内在

理路上实现转型。这是历代文艺思想实现时代转换

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汉代前期文艺思想转型的内在理路

从文艺自身的发展来看，一方面，多元并存是文

艺及文艺思想自身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文艺思想变

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之源；另一方面，在文艺及文艺思

想的多元构成中，主流与非主流的部分皆具活力，都

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质”与“文”的消长及代

胜，是文艺思想嬗变的必然趋势。

将文艺思想作为单独的精神现象来考察，就会

发现其内部既有主色调，也有其他色调。中国古代

的文艺思想同古代的礼乐文化一样，都是由多种元

素构成的，这也是古代文艺思想丰富性与生命力的

基础。

古代礼乐文化的多元性构成，既有地域与部族

的基因，也有时代的变异。从地域性的横向考察，齐

鲁儒雅，燕赵慷慨，吴越断发纹身，荆楚绚丽多姿；从

历史发展的纵向考察，则有伏羲易文化，少昊凤鸟文

化，炎黄文化，唐虞文化，等等。各个时代有因袭传

承，也有异动出新，在多元的建构中彰显出活力与发

展。仅以《诗经》来说，其多元性特征即历历可见。

《诗经》有大雅、小雅，也有十五国风。孔子说“吾自

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恶郑声

之乱雅乐也”􀃊􀁌􀁚，春秋时代雅乐与俗乐并存，孔子推崇

雅乐，抵制俗乐。孔子还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从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孔子这些论断所揭示的“文”与

··15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1.9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质”的关系，也是古代文艺思想的重要命题。从《诗

经》的分类和孔子的论述可以看出，雅与俗、文与质

并存，主流艺术与非主流艺术共同构成了周代艺术

多元并存的状态􀃊􀁍􀁓。

汉代前期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所表现出的生机

活力也是如此。汉文帝时黄老学说为主流思想文

化，同时也存在儒家、纵横、刑名等不同学说，曹参咨

询“齐故诸儒以百数”􀃊􀁍􀁔，可见异说之纷繁。叔孙通是

儒生，制定君臣大礼，又为太子太傅，陆贾为儒生，时

时以论说进谏，蒯通为纵横家，晁错为法家，都在汉

初政治活动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此外，还有很多

儒生在各诸侯国和民间讲学，传播儒家经典。他们

的论说与事迹，都显示出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及其社

会价值。

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

《六经》”，但道、法、刑名、纵横，乃至神仙、方术，都在

各自领域发展，在某些特定时期还发挥出较大的作

用，如武帝议封禅典礼，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

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反倒是其他学

派各呈异彩。

无论是在以黄老为主流的时期，还是在独尊儒

术的时期，各个思想学派之间有主有从，有争辩也有

互相借鉴吸收，共同呈现出汉王朝多元文化的魅力

与活力。

汉代前期文艺思想多元并存，既有俗与质的追

求，也有雅与文的呼唤，表现出当时文坛的不同色

彩。刘邦崇尚武力，责骂陆贾，斥责娄敬，语言直率

粗暴，质木无文，表现出对智慧、文化的蔑视，对文的

否定。张释之肯定周勃、张相如有长者之风，说话论

事简捷明了，辞达而已。这与刘邦质木无文的审美

取向相同。在这个时代，还有些质朴的歌诗，如刘邦

的《大风歌》，以及文帝为慎夫人唱的《新丰道》歌，

“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以质朴的音乐与歌诗表

达因乡愁引发的感慨。这一时期“尚质”是文艺思想

的主流，但同时也存在陆贾以及其他在民间讲学的

儒家学者所代表的“尚文”倾向。换言之，这一时期

的文艺思想是以“质”为主，而“文”潜隐其中，共同构

成了当时文艺思想多元并存的状态。

武帝时期，文艺思想也因多元结构而异彩纷

呈。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

流地位，而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的《淮南鸿烈》则主

要阐述道家思想，此外纵横、刑名乃至方术等学说也

有不同的表现。司马相如“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润

色鸿业；东方朔、枚皋诙谐戏谑，随时献赋；乐府歌诗

既有赵、代、秦、楚之讴，又有十九章之歌。虽然在此

时的文艺思想中雅与文已成为主流，但质和俗的文

艺追求也参与了多元样态的建构。

可见，在汉代前期的文艺思想中，主流和非主流

的思想并存。在以“尚质”为主流的时期，不乏“尚

文”的艺术追求；而在以“尚文”为主流的时期，“尚

质”的思想也潜隐并存。尽管如此，其主从关系却不

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主流与非主流的部分皆具

活力，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

《周易·系辞上》引用孔子的话说：“知变化之道

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又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

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变化之道是涵盖文化

和文艺思想在内的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而“知变

化”和“通其变”则是考察、认识文艺思想嬗变的内在

理路的重要启示。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

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

也。”􀃊􀁍􀁘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因“损益”而演进，通过

对三代礼乐损益规律的考察，可以推想礼乐未来的

发展走向。《论语注疏》引《礼三正记》曰：“质法天，文

法地。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

义，先后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质性，乃后有其文章

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谓三统。”􀃊􀁍􀁙在礼乐

文化内部“质”与“文”共存，通过损益消长而走向代

胜，这是礼乐文化和文艺思想嬗变的内在理路的必

然规律。

汉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正是循着这样的内在理

路，实现“质文代胜”的逻辑发展，由“敦朴”转为“巨

丽”。刘邦君臣在朝廷饮酒喧哗是“质”，叔孙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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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是“文”；群臣战战兢兢地叩拜显示出在“尚质”

的语境下，“尚文”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刘

邦住在秦所建的长乐宫，表现出新统治者质朴的审

美取向；萧何扩建未央宫，要以壮丽宫阙显示朝廷的

雄威，则表现出对“尚文”的追求。陆贾谈话常引

《诗》《书》为据，遭到刘邦“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

《诗》《书》”的责骂，陆贾则反驳说“马上得之，宁可以

马上治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继而讲述

商周长久统治的经验以及秦迅速败亡的教训。这意

味着“尚文”对“尚质”在生存之争方面取得局部性进

展。景帝不好辞赋，梁孝王建苑囿，广招枚乘、司马

相如等贤才，切磋艺文，在“尚质”的王朝建立起“尚

文”的乐园，也为下一个时代奠定了“文”胜“质”的重

要基础。从文艺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汉代前

期“尚文”的审美取向尽管遭遇了困难与波折，但却

预示着“文”“质”关系演进的趋势，“文”胜“质”逐渐

成为必然。

《汉书·礼乐志》载董仲舒对策，批评汉初以来重

刑罚、轻礼乐的治国方略：“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

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

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今临政

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

而灾害日去，福禄日来矣。”􀃊􀁍􀁛董仲舒所说的“更化”，

即孔子所讲的“损益”。社会在进步，生活在发展，主

流思想和礼乐要更化演进。他呼吁以儒家学说推进

礼乐文化建设，实现“质文代胜”的转换。董仲舒与

武帝的对话成为汉代前期文艺思想由“尚质”到“尚

文”转变的关捩点。此后，文艺思想中的“文”“质”关

系，由局部相争实现了“文”胜“质”的全面转变。如

张汤为廷尉，疏奏行文简捷质朴，而武帝“方乡文

学”􀃊􀁎􀁒，张汤上报的案卷多次被退回，后经兒宽撰写便

顺利通过，并得到武帝“前奏非俗吏所及”􀃊􀁎􀁓的赞

扬。从司马相如在景帝时所作的《子虚赋》中可以

看出“尚文”的审美已初露锋芒，而他的《上林赋》则

标志着“尚文”审美思想的凯歌行进，昭示着主流文

艺思想已从“尚质”转换为“尚文”，由“敦朴”转换为

“巨丽”。

对于文艺及文艺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刘勰有

所揭示。他考察了从黄帝到商周文学艺术发展的轨

迹，指出在黄帝时代“质之至也”，其后“文于唐时”，

“缛于虞代”，“丽于夏年”，又说“黄唐淳而质，虞夏质

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还指出“时运交

移，质文代变”􀃊􀁎􀁕。刘勰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上古文艺

的演变轨迹，他揭示的“质”“文”更迭合于文艺发展

的历史实际。“敦朴”与“巨丽”是由先秦文艺思想中

“质”与“文”衍生而来的审美范畴。“敦朴”与“质”的

理论范畴较为接近，在对素朴和自然的信守方面有

颇多重合。“巨丽”同“文”的审美范畴相比，则在意义

的广狭方面存在差异。“文”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凡有

关文采、修饰、华美、繁文缛节乃至礼乐制度等都可

以归属于“文”；“巨丽”则以恢宏、夸饰、华美等特征

为主，是当时“尚文”思想的集中体现。由“敦朴”到

“巨丽”的转变是汉代前期文艺思想“质文代胜”的核

心与标志。

综上所述，从对汉代前期文艺思想转型的考察

中可以看出，“质文代胜”是文艺思想发展的内在理

路，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改变的规律。恩格斯指出：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

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

不同的形式。”􀃊􀁎􀁖汉代前期的文艺思想不是孤立的精

神文化现象，物质基础的决定性，主流文化的制约

力，创作主体的个性与感受，受众的审美与品鉴，共

同构成了文艺审美转型的外部推动力。与此同时，

文艺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也在吸纳外部动力，

调整自身的走向，最终完成了由“敦朴”到“巨丽”的

转变，实现了由“质”到“文”的更化。这个过程，其实

就体现了汉代文艺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转换与创新发

展问题，本质上也是汉代文艺思想“批判”与“重建”

过程的一个缩影􀃊􀁎􀁗。

注释：

①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9页。

②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五中《天道》，中华

书局2004年版，中册，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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